
国家减贫行动如何回应差异化需求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制度体系及其知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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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原创性地提出并深入实施脱贫攻坚战
略，建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制度体系，成功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书写了人类发展史
上的伟大奇迹。其知识贡献在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好 “精细化减贫”的问题，不能
简单照搬西方发展理论所倡导的 “分权化减贫治理”模式，而是需要同时解决好
“高质量信息生产”“联结政策供给与需求的有效机制”以及 “综合施策和政策协
同”三方面问题，从而搭建起 “统筹的多层级治理”体系。脱贫攻坚战以最短的时
间、最好的效能，建立起一整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制度体系，兑现 “全面小康、不
落一人”的庄严承诺，表明中国特色减贫模式的巨大制度优势。在更为广泛的意义
上讲，精准思维构成了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知识与方法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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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使命，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是过去十年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
件大事之一。① 一定意义上说，百年党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与贫
困作斗争、不断开创美好生活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４０多年间，中国的扶
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１．９美元的绝对贫
困标准，累计减少约８亿贫困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７５％，② 被国际社会誉
为减贫治理的 “中国奇迹”。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视野
来看，消除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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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① 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
赢得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标志着占世界人口总量超六分之一的中华儿女彻底告
别了绝对贫困，中国提前十年实现了 《联合国２０３０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纵览古今，放眼世界，一个拥有１４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如此迅速且高质量地全面
消除绝对贫困，史无前例，堪称人类发展奇迹。

众所周知，中国广土众民、区域差异显著，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是人口
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不仅言其总体数量，同时体现在规模巨大的人
口分布于广袤国土，并囊括了区域之间、县域之间、村落之间，乃至家户与个体
之间在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发展需求诸方面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因此，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要在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的基础上，坚持 “精准思维”，处
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之间的关系，发挥好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形成对
差异化、多元化需求的充分回应。进入２１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农村减贫形势
发生深刻变化，存量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１４个连片特困地区，此类地区多具有自
然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传统大水漫灌的扶贫方式和一般
性的经济增长，已难以有效带动减贫。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精准扶
贫”，② 并在此后多次重要讲话中，全面阐述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与方法的科
学内涵。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与方法指引下，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密集调
整与完善，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制度支撑。这套制度体系在统筹谋划、凝
聚全党全社会广泛合力的同时，践行精准要求，强调因地制宜、因村因户施策，

增强国家减贫行动对多元化、差异化需求的回应能力，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扶
进老百姓心里，实现真脱贫、不返贫，让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赢得人民的
认可和满意。可以说，脱贫攻坚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深入
阐析中国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如何有效解决 “精细化减贫”的世界性难题，可以更
充分地理解兑现 “庄严承诺”背后的减贫治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更完整
地呈现打赢脱贫攻坚战之所以是 “人类发展史上伟大奇迹”的深刻内涵及其知识
意义。

睽诸历史，增强减贫干预行动对多元化、差异化减贫需求的回应能力，实
现 “精细化减贫”，始终是全球减贫的焦点和难点。然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
实践探索，始终没有形成广为接受的有效方案。这种知识生产和实践创新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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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精准扶贫。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释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
科学内涵。实践层面，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做到 “六个精准”、坚持 “五个一批”
分类施策、解决好 “四个问题”。



重 “停滞”状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完整、可借鉴的成功案例十分匮乏。而中
国共产党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与方法及其成功实践则为求解该命题贡

献了可贵的经验蓝本。本文首先基于文献回顾，介绍国际减贫发展领域关于实
现 “精细化减贫”的知识方案及其实践困境。继而，基于中国精准脱贫攻坚战
的伟大实践，阐释中国原创性地提出并成功实践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与方法，

如何在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为求解上述国际减贫领域的经典和难点议题
作出了中国贡献。最后，尝试理解 “精准思维”之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
设的启示意义。

一、“精细化减贫”的知识逻辑

所谓 “减贫干预回应性”，是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所推进的减贫干预活动对贫困
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需求的回应程度和能力。提升 “减贫干预回应性”，是实
现减贫绩效的关键，也是 “精细化减贫”的核心问题，历来为知识界和实务领域高
度关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联合国就提出社区发展各项活动要符合社区基本需要，

以居民愿望为依据制定工作方案，并经由政府和社区的共同努力实现社区整体发
展。①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甚至出现了为期近十年的 “参与式发展”第一次浪潮，但众
多参与式发展援助项目更多体现了某种 “时尚主义”（ｆａｄｉｓｍ），似乎只是出于对参
与式发展理念本身的兴趣推动了项目的设立，很快就偃旗息鼓、无人问津。② 彼时，

占据统治地位的国际发展援助项目，乃至众多发展中国家自己推动的现代化计划，

更多是基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各种衍生版本，采取 “自上而下”计划变迁的社会工
程模式。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知识界掀起对 “自上而下”一体化推进式社会工
程的批评与反思热潮。继承托克维尔 （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蒂伯特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
Ｔｉｅｂｏｕｔ）、奥茨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Ｅ．Ｏａｔｅｓ）、马斯格里夫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Ｍｕｓｇｒａｖｅ）等人的
分权理论传统，一些研究者提出，采用分权化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的治理结构安排能
够促使 “政府更接近人民”，通过采取赋权基层政府、扩大社会参与的做法，可以有
效地提升减贫干预行动的回应性。理由在于，在分权式治理结构安排下，更为接近
民众需求信息的地方政府被赋予了相对充分的决策与资源分配权限，因而决策的信
息成本更低，公共资源使用的效率和政策的回应性更高。同时，随着社会参与范围
和深度的拓展，边缘群体的诉求可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此外，在分权化的治理结
构之下，地方官员的行动置于民众直接监督之下，更具可问责性，有利于间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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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安排的回应性。① 民众参与决策过程，有利于厚植社会资本，② 而社会资本对
政策的有效执行及社区的内生动力成长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实践层面，以分权化的治
理结构安排赋能减贫与乡村发展的知识图景与行动方法，经由ＯＥＣＤ－ＤＡＣ、世界银
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发展机构，美、英、日本等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机构，以
及众多国际ＮＧＯ的倡导和推动，对全球减贫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③

世界范围的减贫治理实践，为知识界检视上述理论信条提供了天然试验场。尤
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该领域涌现出大量高水准研究成果。研究者发现分权化
的减贫治理结构安排，并不必然与公共政策对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多元
化、差异化需求的回应能力之间具有一致性。④ 虽然在各国实践中，确实能找到一
些验证二者之间具有某种正向相关性的案例，⑤ 但这种积极影响更多体现在覆盖面
的扩展，如果深入到社区和农户层面，便会发现真正贫困的群体依然没有能够从分
权化举措中受益。⑥ 更多研究表明分权化改革并没有如其倡导者宣称那般 “一分就
灵”，甚至带来贫困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导致更深刻的社会裂痕。⑦

·２２·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３年第１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９７：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ｐ．１１０－１３０；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ｐｐ．１０７－１２４；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Ａｔｔａｃｔ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９９－１１２；Ｓｕｓａｎ　Ｓｔｅｉｎｅｒ，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ｇａｎｄ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２７，ｎｏ．２，２００７，ｐｐ．１７５－１８５．
参见罗伯特·Ｄ．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
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７—２１０页。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Ｊüｔｔｉｎｇ　ｅｔ　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３６，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２００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Ｃｒｏｏｋ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Ｓｔｕｒｌａ　Ｓｖｅｒｒｉｓｓｏｎ，“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ｒ，Ｉｓ　Ｗｅｓｔ　Ｂｅｎｇａｌ　Ｕｎｉｑｕｅ？”ＩＤ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１３０，Ｂｒｉｇｈ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ｓｓｅｘ，

２００１．
Ｄｅｎｎｉｓ　Ａ．Ｒｏｎｄｉｎｅｌｌｉ，Ｊｏｈｎ　Ｒ．Ｎｅｌｌｉｓ　ａｎｄ　Ｇ．Ｓｈａｂｂｉｒ　Ｃｈｅｅｍａ，“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５８１，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１９８３．
Ｐｒａｎａｂ　Ｂａｒｄｈａｎ，“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１６，ｎｏ．４，２００２，ｐｐ．１８５－２０５．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Ｊüｔｔｉｎｇ　ｅｔ　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３６，２００４；Ｇｏｒｄｏｎ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ｏｕ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　Ｇｏｒｄｏｎ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ｅｄｓ．，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为何分权化的减贫治理结构安排，并未如其倡导者所期待的那样促进公共政策

对多元化、差异化需求回应能力的提升？知识界对此的基本结论为：其一，分权化

的治理结构安排，意味着资源分配权力和决策管理权力重心下沉，地方利益网络对

政策的影响将更为显著，尤其是地方精英群体，能够利用自身的正式身份和非正式

的社会网络资源，掌控更多的资源，知识界称这种现象为 “精英俘获”（Ｅｌｉｔ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①很显然，如果 “精英俘获”现象广泛存在，意味着贫困人口和边缘群体

实际上难以从分权化改革中获益，遑论对其多元化、差异化需求的有效回应。其二，

由于公共物品外部性、溢出效应等属性的差异，仅仅依靠地方治理层级的努力是难

以实现有效减贫治理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应当形成合理的权责关系格局。

此外，在缺乏宏观引导和规制的条件下，分权化的治理结构安排有可能滋生地方保

护主义、重复建设、同质化发展、恶性竞争等无效率现象。

众多国际减贫案例一再表明，发展中国家解决 “精细化减贫”难题，简单照抄

照搬 “分权化”模式无异于缘木求鱼，甚至是饮鸩止渴。循着知识界对 “分权化减

贫治理增进减贫干预回应性”理论迷思的批评与反思进一步思考，便会发现，实现
“精细化减贫”有赖于整体性的制度体系设计。这套制度体系应具备如下特点：其

一，在充分赋权基层行动者的同时建立起有效的责任机制，鼓励其合理运用信息优

势，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其二，根据政策对象减贫与发展需求的多维性和差异性，

提供综合性、精准化的政策帮扶。其三，通过高层级的统筹和协调，动员充足资源，

协调各方参与主体的行动，形成整体性帮扶方案，避免机制重叠或回应不足。我们

不妨将这套体系称为 “统筹的多层级治理”，其核心是围绕着有效的 “精细化减贫”，

多个层级的治理主体形成合理的权责配置，既保持统筹协同，又促进精准适应。事

实上，仅仅从思维实验层面提出 “统筹的多层级治理”知识框架并不困难。难点在

于实践中如何通过原创性的科学理论和有效举措，解决好如下几个关乎这套体系能

够有效建立起来并可靠运行的关键问题。

第一，高质量的信息生产。“精细化减贫”的首要问题是了解清楚贫困人口是谁

以及他们为什么贫困。准确掌握这些信息，不仅为各决策层级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也为监控政策过程、监督政策执行、评价政策绩效提供依据。反观 “分权化减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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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其本意在于让基层行动者凭借其信息优势作出符合实际需求的决策。但由于信
息生产过程是高度地方化的，不同层级治理主体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遂导

致对基层行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缺乏自上而下的有力监督和问责，难以破除地方精

英群体对资源分配和政策执行的影响。因此，实现 “统筹的多层级治理”首要问题

在于扩大整个治理体系中信息的流通量，从而为赋权基层行动者之后的引导和监督

奠定基础，同时为高层级统筹决策、协调资源提供依据。

第二，联结政策供给与需求的有效机制。“数目字化”的信息生产手段有益于宏

观上统筹决策和调度资源，但依然无法准确把握具体村庄和农户应当以什么样的方

法摆脱贫困，如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帮扶项目，以及如何帮助他们提升能力建立信心。

唯有建立联结社区内在需求与外部支持、与当地居民共同谋划和行动的 “协商发展

方案”机制，才能为 “精细化减贫”搭建 “滴灌式”的管道，从而精准回应真实需

求、提升内生发展动力。

第三，综合施策与政策协同。贫困的成因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不同贫困地区、

贫困社区、贫困农户在资源禀赋、致贫因素组合诸方面差异显著。因此实现 “精细

化减贫”需要聚合多个治理层级不同主体的共同行动，形成围绕着综合精准施策的

政策合力。特别是，发展战略和规划制定与管理、政策体系统筹设计、资源动员与

调度，以及重要的发展性 “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公共品牌）供给等事项，显然

超出了基层治理主体的能力边界，需要在更高层级上统筹协调。要言之，合理配置

政府之间的事权至关重要，尤其是中央层面的统筹协调是地方能够开展好实际工作

的前提和基础。

以下我们将回到中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语境，阐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念与

方法及其制度体系是如何为解决好上述三方面问题，从而搭建起有效运转的 “统筹

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实现 “精细化减贫”作出原创性理论贡献和提供经验范本的。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大国攻坚其规模之巨、任务之重、参与主体之多、质量要求之

高，放眼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在此意义上，要在有限时间内，建立起高效适配
“精细化减贫”要求的 “统筹的多层级治理体系”，并全面、准确、完整、高标准地

将精准要求不折不扣地贯彻到攻坚战的全过程、各领域、各方面，其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文章的第五部分还将进一步讨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脱贫攻坚事业缘何能够以

最短的时间、最严的质量标准建立起 “精细化减贫”的有效体系，取得举世瞩目的
非凡成就。

二、“建档立卡”：夯实精细化减贫治理的信息基础

为更好掌握减贫治理所需的必要信息，要借用一套贫困识别方法，用于辨识
“贫困人口是谁？以及他们为什么贫困？”这套办法被称为贫困瞄准 （ｐｏｖｅｒ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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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机制。在全球减贫实践中通行的两种主要贫困识别方式，包括代理变量
家计调查 （Ｐｒｏｘｙ　Ｍｅａｎｓ－Ｔｅｓｔ，ＰＭＴ）和参与式财富评估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Ｗｅａｌｔｈ
Ｒａｎｋｉｎｇ，ＰＷＲ）。两种方法识别精度都不够理想，“天花板”水平约在６３％，① 减贫
治理面临着难以克服的 “信息难题”。很长时期内，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同样困扰于
“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的问题。② 如果不能做到 “精准识别”，全面掌握 “到村到
户”的贫困 “底数”，扣紧扣好精准扶贫 “第一粒扣子”，“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目
标就很难实现。而回望精准识别的制度设计及其实践，便会发现中国采取了一整套
原创性的理论和举措来解决高质量信息生产的问题。

２０１４年４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
案》，启动了被誉为精准扶贫 “一号工程”的建档立卡工作。当年１０月，各省建档
立卡数据实现全国并网，这标志着中国扶贫开发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掌握了到户到人
的 “贫困底数”。“建档立卡”的贫困识别理论和方法综合运用了 “家计调查”“社区
评价”“大数据比对”“负面清单”等多种技术手段；实践层面，通过持续加强各执
行层级尤其是行政村一级的识别流程化和规范化管理，以及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的
作用，国家全方位介入减贫信息的生产过程，将之前高度 “地方化”的信息生产活
动，置于严密的技术规范和质量管控之下。同时，通过加强村级层面的全过程人民
民主参与、民主评议，让识别结果经得起检验，赢得老百姓认可。当然，建档立卡
识别精度提升是一个 “过程”，建档立卡之初，数据质量并不是很理想，瞄准失误率
约在３３％，富裕家庭仍有可能成为建档立卡户，③ 这种情形与全球减贫领域贫困识
别的普遍精度状况大致相当。但经过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的多轮 “精准扶贫回头看”

和 “动态调整”后，到户到人识别质量显著提升，各县都稳定超过了９５％，这一点
无论是从第三方评估结果，还是从媒体暗访监督、省际交叉考核等渠道都能得到印
证。高质量的建档立卡 “减贫大数据”，打破了之前基层行动者对减贫基础信息生产
和解释的垄断，将原本沉淀在地方的 “情境信息”转换为 “中央—地方”之间的共
享信息，这对于成功搭建 “统筹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实现 “精细化减贫”无疑具有
基础性意义。

其一，政策供给的科学性和精准度明显提升。建档立卡信息涵盖了家庭基本情
况、致贫原因、帮扶责任人、帮扶计划、帮扶措施和帮扶成效等六个方面的信息，

这些基础数据经过汇总和分析就能够准确刻画对象群体及各级各类治理单元的减贫

需求，为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如在实施 “五个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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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政策、推动各时期脱贫攻坚工作重点的转移、迈向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

以及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① 突出问题等重大决策中，建档立卡 “减贫大数据”都

发挥了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在省级层面的 “二次顶层设计”，以及 “市县抓落实”

的政策细化过程中，建档立卡信息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对机会主义行为的监控和约束更加有效。通过实施建档立卡，原本沉淀

在地方并主要为基层行动者所垄断性生产、诠释和应用的减贫基础信息，转变为
“中央—地方”之间的共享信息。据此中央可以更为清晰和直观地掌握地方党委政府

在脱贫攻坚领域所付出的努力及其成效，从而通过相应的激励约束制度设计考核奖

惩，规制其机会主义行为。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责任体系和考核评

估体系 （含 “第三方评估”）设计，都非常重视对建档立卡信息的应用。可见，成

功实施建档立卡为解决长期横亘于 “中央—地方”政府科层组织之间的 “信息鸿沟”

提供了方案，为成功解决超大型治理体系中的多层级委托代理难题②奠定了基础。

其三，赋权县以下 “抓落实”行政层级更为充分。赋权基层的治理结构安排有

助于市县乡等抓落实层级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但若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地

方政府的自身偏好和地方精英对政策运行的干扰难以克服，势必影响政策目标实现，

甚至衍生 “社会风险”。③ 为避免这种状况，决策者倾向于牺牲 “赋权”带来的可能

益处，代之以更为保守因而更加风险可控的 “行政集中化”治理结构。④ 在此意义

上，恰恰是因为建档立卡的高质量实施，使得关键治理信息不再是垄断在地方行动

主体手中，作为 “委托人”和 “监督者”的高层级政府组织有可靠的手段引导和监

督地方行为，向抓落实层级的基层行动者赋权方才成为一项稳妥的选择。依此视角

来看，脱贫攻坚时期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所采用的一系列 “扩权强县”制度设计，

包括 “四到县”改革、鼓励县一级统筹涉农资金用于脱贫攻坚等，恰恰体现了在建

档立卡信息的支撑下，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实现了更为充分的赋权基层。而赋权

地方执行层面的治理结构安排对于提升县域脱贫攻坚 “一线战场”的政策回应性和

执行回应性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综上，建档立卡是中国精准扶贫的重要原创性举措，其成功实践为精准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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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两不愁三保障”是指 “到２０２０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参见习近平：
《在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１９年第１６期。
参见周雪光、练宏： 《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 “控制权”理论》，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参见吕方：《治理情境分析：风险约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基于武陵市扶贫办 “申
诉”个案的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参见周雪光： 《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周黎安 〈行政发包制〉读后感》， 《社会》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坚战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信息基础。建档立卡的成功实践，创造了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精度最高的贫困识别奇迹。事实表明，高质量的信息生产无疑对于科学
决策和有效监督激励具有根本性意义。精准高效的贫困识别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
在技术层面加强数字化手段应用，规范识别流程、标准、行为，还包括建立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社区评价与监督机制，人民的主体地位获得制度上的支撑。

三、“赋权强县”与 “干部下乡”：联结起政策供给与实际需求

“分权化减贫治理”的理论想象低估了实践政策供需匹配的复杂性。赋权基层仅

仅是促进政策供需匹配的必要条件，同样重要的是要疏通政策资源下乡的管道，实
现精准的 “滴灌作业”。回到 “统筹的多层级治理”模型，只有充分赋权抓落实的治
理层级，并将资源配置和服务递送下沉到村到户，才能真正做到精准帮扶。精准扶
贫脱贫攻坚战期间，“四到县”改革、“干部驻村”和 “项目库管理”等一整套制度
设计为此提供了支撑。

（一）“四到省”体制与 “四到县”体制

２０１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
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中办发 〔２０１３〕２５号），明确新时期扶贫开发实行 “四到
县”的管理体系。所谓 “四到县”，包括责任、权力、资金和任务四个方面，其核心
在于将决策和资源配置重心下沉，赋权抓政策落实的基层政府组织。① 此前，中国
扶贫开发资金和项目管理一直沿用１９９７年确立的 “四到省”体制。该体制下，中央
按照 “因素法”将扶贫资金分解到省，省级政府对全省扶贫开发工作全权负责，拥
有扶贫项目审定权、扶贫资金分配权、项目检查验收权和资金使用监管权等一系列
权力。②

学理层面看，“四到省”管理体制是在缺乏 “到村到户”准确信息的条件下，扶
贫开发领域 “中央—地方”权责关系所能做到的 “次优安排”。即将 “责”和 “权”

统一于省一级，在资源分配和项目实施中，省级政府保留审查权、指导权、验收权
等一系列 “控制权”，③ 从而尽可能保障各市县按照中央和省的决策意志规范推进扶
贫开发工作。然而，“四到省”体制的缺憾也显而易见。其一，省级扶贫管理部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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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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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殷浩栋、汪三贵、郭子豪：《精准扶贫与基层治理理性———对于Ａ省Ｄ县扶贫项目
库建设的解构》，《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参见财政部农业司扶贫处：《从 “四到省”到 “四到县”———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的探
索及完善》，《农村财政与财务》２００８年第７期。
参见周雪光、练宏： 《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 “控制权”理论》，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不完全熟悉所辖各市县贫困的实际状况，因此在项目审定中往往只能依据有限的外

在标准和既往工作经验作出判断，难以准确甄别项目论证质量以及不同项目之间的

轻重缓急。其二，由于机构和编制的限制，省级扶贫开发管理部门往往人员有限，

而面对的项目审核工作量却是巨大的，这自然会影响到项目审核的周期、审核质量

和资金及时拨付下达。① 其三，省级扶贫管理部门倾向于以 “专项扶贫项目”形式

下达资金，即在省一级已经明确了资金投入和项目安排的重点领域。这种做法固然

有其合理性。但由于资源的配置依据省级指导目录，导致部分市县处于不利的竞争

地位，一些地方上很有特色优势的产业项目可能因为不在省级 “专项目录”而长期

得不到支持。其四，“四到省”体制下，资金使用的有效监管欠缺，到县资金主要采

取自查、抽查、督查和县际互查的方式，自查和互查多流于形式，抽查和督查则由

于监管点多面广，难以有效实施。

整体来说，“四到省”体制对区域瞄准阶段的项目和资金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难以适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鉴此，２０１３年中央决定施行 “四到县”管理

体制。“四到县”体制下，县级人民政府成为扶贫开发项目的工作主体、实施主体和

管理主体，同时承担相应责任。与 “四到县”改革同时启动的改革事项，还包括在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先行先试的涉农财政资金管理体制改革等。这些举措，起

到了向 “田野行政”赋权的作用，更加了解地方实际需求的县乡政府，有了因地制

宜安排政策供给的权限。在笔者参与对贵州省某县②的调研中，地方干部告诉调研

组，县里中药材产业有很好的基础，当地百姓识药、种药，有着数百年的传统，几

届县领导班子都希望把中药材产业发展起来，但一直未能如愿。直到 “四到县”改

革以后，县里把中药材作为当地重要的 “扶贫”产业，通过与制药企业建立稳定的

合作关系，实现了中药材产业快速发展，农民增收脱贫。在河南省的调研中，我们

发现不少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甚至进一步明确将扶贫资金管理、项目安排

的权限下放到乡镇，由乡镇根据实际统筹使用。这无疑进一步缩短了决策链条，促

使政策供给更加接近实际需求。

（二）干部驻村：架起科层与乡土间的桥梁

干部驻村是党的农村工作优良传统。脱贫攻坚时期驻村工作制度进一步完善，

成为联结科层体系技术治理系统和乡土情境与需求之间的纽带与桥梁。细言之，驻

村工作队的工作职责在攻坚战推进的各个阶段有所不同。精准扶贫之初，最重要的

任务是做好 “建档立卡”，确保簿册管理的减贫基础信息系统迅速建立起来，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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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财政部农业司扶贫处：《从 “四到省”到 “四到县”———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的探
索及完善》，《农村财政与财务》２００８年第７期。
遵照学术惯例，文中对相关地名、人名做匿名化处理。



提升数据准确性。随着攻坚战的推进，脱贫攻坚顶层设计逐步完成，驻村工作队的

职责扩展到 “八大员”，涵盖政策 “宣传员”、脱贫 “参谋员”、扶贫 “作业员”、群

众 “服务员”、攻坚 “联络员”、工作 “记录员”、志智双扶 “引导员”，以及交办任

务 “工作员”等角色。① 深入分析，便会发现驻村工作队构成了国家与社会 “相遇”

和整合的界面，② 促进了 “分类施策”的技术治理系统植根 “乡土”，准确与村户的

需求与愿望匹配与衔接。如邓燕华等人所言，驻村工作制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混

合科层制”体系，作为 “具身化国家”，驻村干部使得国家和乡土得以 “互见”。③

实践层面，驻村工作队在高质量 “信息”生产，外部支持与社区需求、农户需求衔

接，实践国与家的伦理和情感联系④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通过驻村帮扶

制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脱贫攻坚国家战略与普通百姓对 “不愁吃、不愁

穿”，摆脱贫困、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微观

实践，将国与家的联系更加具象化、清晰可感。现任桐县红苗镇镇党委书记黎婧，

是县里面第一批驻村工作 “标兵”，在回答 “精准扶贫”那么多繁琐流程，怎样让老

百姓接受和理解的问题时。她告诉笔者，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干，后来去得多了，

聊家常、跟着忙家务，熟络以后，老百姓真把扶贫干部当作自家人，工作自然而然

也就都顺得很，离开村子以后也还会经常联系 （ＬＫ２０１９１２０４ＨＭＬＱ）。在此意义

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不仅是一套技术治理的流程，更成为党群之间的情感关联

过程和国与家之间的情感确认过程。

（三）项目进村：需求驱动的政策供给

作为国家减贫技术治理体系在乡村的延伸，驻村工作队需要与村 “两委”一道，

为村子的发展和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找准路子”。从国家层面，“五个一批”精准

扶贫政策囊括了开发式扶贫和兜底保障两大类十余项政策工具。但对于每个村子、

每个农户，究竟适用哪些政策？如何形成 “定制化”的方案？则需要驻村工作队和

村 “两委”干部等通过各种形式的走访、宣传、动员、协商，才能找到适合村子、

每家每户乐于接受并且行之有效的帮扶方案。

找准 “发展的路子”以后，最为要紧的工作就是争取资源，引导 “项目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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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员”角色是基于对笔者收集到各地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关于驻村工作选派管理工作
办法中相关内容的概括，在多地调研访谈中亦得到印证。
参见李小云、徐进：《消除贫困：中国扶贫新实践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６期。
参见邓燕华、王颖异、刘伟： 《扶贫新机制：驻村帮扶工作队的组织、运作与功能》，
《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参见周飞舟：《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 “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社会
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脱贫攻坚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采用了 “项目库”的方式。建立脱贫攻坚项目库管理

制度的直接目的是 “建立和完善与贫困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和资金项目审批权

限下放相适应的项目管理制度”。① 有别于一般的 “项目制”，脱贫攻坚项目库体现

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与建档立卡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实际需求和减贫绩效挂钩；

二是重视项目论证、实施、监督等全过程的广泛参与和民主监督。对于驻村工作队

和村 “两委”而言，要争取到 “项目进村”，需要在认真分析本村致贫原因、资源禀

赋、脱贫需求和发展机遇的基础上，组织召开村 “两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广泛

征求意见，提出立项意见，确定村级申报项目，并在村内予以公示后上报；继而，

由乡镇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必要性以及建设内容、资金概算、预期效益、贫困群

众参与情况和带贫减贫机制等进行审核，审核后在乡镇公示，报县级项目主管部门。

然后，县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对乡镇报送项目的科学性、合规性、可行性进行论证，

县级扶贫办结合脱贫攻坚规划及资金计划，汇总后合理确定项目库储备规模。最终，

由县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本县脱贫攻坚项目库审定，经公示无异议，将符合条

件的项目纳入项目库并予公告。②上述过程中，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和 “两公示、一公

告”制度，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农户参与到项目的选择、申报、实施和监督过程，项

目库制度让需求驱动的政策供给成为现实。同时，由于所申报项目都明确带动建档

立卡户脱贫的机制和预期效应，且所有项目与建档立卡信息关联，这样就为解决
“精英俘获”问题构筑了又一重要制度屏障。

还应注意到，依据脱贫攻坚各阶段形势与要求变化，中央层面持续推动脱贫

攻坚顶层设计相应调整和优化，并将相关各项支持性政策纳入脱贫攻坚项目库管

理，同时出台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引导县级脱贫攻坚实践，保持各阶段脱贫攻坚

政策符合形势变化要求。如２０１９年，脱贫攻坚重点转向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国务院扶贫办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通知》，

强调各地应在谋划项目过程中，“对未脱贫的要摸清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已脱贫的要将提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巩固脱贫成效的项目纳入项

目库，加大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贫困村提升工程的支持力度。”在脱贫攻坚

项目库建设和完善过程中，针对各地出现的问题，中央和省级还承担着指导和
“纠偏”的职责，具体做法包括进一步明确入库项目标准、建立 “负面清单”等。

整体来看，借助脱贫攻坚项目库管理制度，中央保持了对脱贫攻坚总体进程的统

筹与掌控，并且为各地结合地方实际，安排项目和使用资金设置了必要的 “自由

裁量空间”，加上驻村工作队和村 “两委”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社区和农户层面

的真实需求得以充分在帮扶方案中呈现，从而促进了政策供给与贫困村和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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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参见 《国务院扶贫办印发 〈关于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开办发 〔２０１８〕１０号）。



减贫需求的匹配和衔接。

研究者指出大国治理的困难在于其 “规模负荷”，决策一致性与实践丰富性之间
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张力。① 如何合理作出体制机制安排以确保 “顶层设计”与 “地
方探索”有效协同，构成了影响治理绩效的关键问题。② 就此而言，以 “四到县”

管理体制、干部驻村帮扶制度和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等为支撑的精细治理体系
不仅为脱贫攻坚找到了科学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可行路径。

四、综合施策与政策协同：上下齐心的系统性治理

实现 “统筹的多层级治理”，高质量的信息生产、联结政策供给与需求的有效机
制依然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多维贫困视角看，贫困问题的成因往往是
多方面的，因而政策供给应注重政策间的统筹与协调问题。驻村工作队在村庄和农
户层面深入细致的工作，搭建了联结减贫政策供给与实际需求的渠道，为实现 “因
村因户”施策的 “滴灌式”减贫作业提供了实现机制。③ 但这些发生在国家与村庄、

农户 “相遇”界面④的 “精准帮扶”是否能够取得实效，尚取决于政策工具准备是
否充分，以及各项资源、要素的保障是否与减贫目标相匹配。换言之，县、乡、村、

户层面的减贫实践过程及其效果，是以整个国家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为依托的。其中
两个方面的问题至关重要，一是基于减贫治理的目标储备和完善 “政策工具箱”，以
确保基层减贫实践能够有充足的政策工具来响应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的实际需求。

二是通过合理的政府间事权配置，切实解决好政策供给的统筹安排与各项政策之间
的协同问题。

（一）“精细治理”与 “综合施策”

治理贫困不是孤立的单项政策能够实现的，而是要在需求驱动的基础上形成一
揽子具有回应性的综合策略。⑤ 这种综合施策的减贫治理方案得到了如威廉·朱利

·１３·

国家减贫行动如何回应差异化需求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周雪光：《国家治理规模及其负荷成本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３年
第１期。
参见吕方、梅琳：《“复杂政策”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连片开发扶贫项目的讨论》，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参见邓燕华、王颖异、刘伟： 《扶贫新机制：驻村帮扶工作队的组织、运作与功能》，
《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参见李小云、徐进：《消除贫困：中国扶贫新实践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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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斯·威尔森①等贫困研究专家和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委员会②等
国际机构的肯定和提倡。易言之，从实现 “精细化减贫”的目标出发综合施策是不
可或缺的，即 “精细化减贫”并不排斥诸如制度改革、经济增长、社会保护等其他
减贫机制，恰恰是要根据实际需要综合运用区域发展、益贫增长、人力资本建设，

以及社会保护等多重政策手段。

事实上，精准脱贫攻坚战时期，坚持区域发展与精准扶贫两轮驱动，坚持专项
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 “三位一体”的大扶贫工作格局，充分运用好政府、市
场、社会三种资源、三种机制，是脱贫攻坚制度体系设计的突出特点。从区域层面
来说，在精准脱贫攻坚战时期，区域性贫困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是最难攻克的 “最
后堡垒”。这些地区往往聚合了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等多重问题于一身，

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发育程度低 （一些 “直过民族地区”甚至在社
会制度上 “一步跨千年”），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多发，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滞
后的同时贫困发生率较高。因此，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必然要求采取综合性的
政策手段，系统性补齐制约区域发展的短板因素，综合运用区域发展和精准施策
的政策手段。从社区层面来看，贫困村往往面临着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薄弱、

产业发展水平低、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足等多重制约性因素。在快速的城乡
构造变动过程中，乡村过疏化、村落空心化等问题，在贫困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农户层面来看，贫困农户往往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不足、健康困扰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生计。可以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实施，恰
恰是有赖于各项政策的相互配合与衔接，聚焦脱贫目标，根据贫困片区、贫困社
区和贫困农户复杂多元的贫困成因、发展基础、发展机遇和发展愿望，形成综合
性的帮扶方案。

（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

从事权属性来看，制定和实施区域发展规划、统筹协调多部门的政策安排、

动员广泛的社会参与形成合力，都超越了地方治理层级的能力界限，需要更高层
级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因此，不同于一般性的治理课题，唯有在 “统筹的多层
级治理”结构中，同时做好 “综合施策”和 “精准施策”，发挥好中央和地方 “两
个积极性”，将顶层设计和实践创新有效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精准扶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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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减贫”。

为了适应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要求，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搭建了 “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中央统筹，指的是中央层面一手抓顶层

设计和政策供给，一手抓督促检查，从政策制定、项目规划、任务下达、资金筹措、

监督考核等方面加强统筹协调指导，推动落实、纠错纠偏。省负总责，就是省级党

委政府承担本省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在把党中央大政方针转化为实施方案，组织

好任务分解、资金投放、项目下达、具体实施等各项工作，加强对市县工作的指导

和督导。市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上下衔接、域内协调、督促检查工作，把精力集中

在贫困县如期摘帽上。县级党委政府承担主体责任，书记和县长是第一责任人，做

好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工作。乡镇层面，主要

组织乡镇和村 “两委”工作力量落实政策和项目。

在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下，随着 “四到县”改革、

县级整合使用涉农资金、脱贫攻坚项目库制度，以及干部驻村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

措的落地，长期困扰县域减贫治理精细化水平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得以破除。而各

地工作之所以能够有序有效开展，得益于强有力的 “顶层设计”。特别是，在重大战

略部署、行业部门协调、凝聚攻坚合力、指导和激励地方实践方面，中央层面脱贫

攻坚 “顶层设计”发挥了引领和支撑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围绕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累计出台超过３００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① 内容涉

及贫困户建档立卡、驻村干部选派与管理、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财政扶贫资金

管理办法改革、扶贫开发成效考核、精准退出，以及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劳

务输出扶贫、交通扶贫、水利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农村危房改

造等多个领域和方面，这些政策文件系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通过实现 “六个

精准”、做好 “五个一批”、解决好 “四个问题”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构成了

国家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

通过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管理体系，各行业、

各部门储备的 “政策工具箱”，东西扶贫协作、定点帮扶等社会扶贫力量，共同纳入

围绕实现 “户脱贫、村出列、县摘帽”而组织起来的工作体系。这种制度安排，意

味着在中央层面就已实现 “条条”部门的统筹和联动，并且按照实际需要，将政策

资源分配和政策执行的权力下沉到各 “块块”，最终逐级传递到县、到村、到户。通

过 “党委统揽”“源头整合”的方式，克服了发展干预的 “微观—宏观”悖论，确保

在实践层面，面对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实际需求，能够有充足且有效的政策

帮扶手段，以及与脱贫目标相匹配的各类资源要素投入。此外，这套 “统筹的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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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刘永富：《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为指导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行政管理
改革》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级治理”的精准脱贫攻坚战制度体系，有效克服了西方发展理论所倡导的 “分权式
减贫治理”模式遭遇的 “分权困境”。诸多地方层面难以解决的难题，得以在更高的

决策和行动层级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例如重大的区域性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影响深远的重大配套改革、跨区域的东西扶贫协作等。

五、中国特色减贫模式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如果说通过实现高质量信息生产、建立联结政策供给与需求的有效机制，以及

做好综合施策与政策协同，形成 “统筹的多层级治理”结构是实现 “精细化减贫”

的 “技术规范性要求”，是具有普遍性的减贫规律和可以分享的发展知识。那么，回

顾精准脱贫攻坚战走过的历程，便会发现，大国攻坚，其难度之大、任务之重、质
量之高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原创性地提出

并成功实践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与方法，以其卓越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统

揽全局协调各方，凝聚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带领中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
“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减贫模式的巨大制度优势。

（一）原创性的理论贡献

国际减贫理论及其实践，没有为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有效知识和可行方法，中

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自身发展问题，基于对减贫

形势的科学研判，对减贫规律的科学把握，原创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
与方法，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科学指引。这套原创性的 “精细化减贫”理论，

涵盖了关于如何认识贫困问题，如何理解减贫动力，如何找准贫困人口、把握减贫

需求，如何建立联结政策供给与政策需求的有效机制，如何将统筹推进与精准施策

有效结合，如何做好全过程监管监督，如何持续激发内生动力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

题的科学认识。在这套科学的原创性理论指引下，“统筹的多层级治理”不再是简单

的思想实验产品，而是得以迅速确立并可靠运转，产生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追求减贫干预对多元化、差异化减贫需求的回应能力，是人类发展知识———特

别是 “发展观”的进步。告别早期现代化理论将发展等同于抽象经济指标改善的发
展主义叙事，“精细化减贫”承认并积极追求通过政策支持赋能社区和农户，激活其

内在发展潜能，以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然而在实践层面，种种 “新乡村

发展与减贫范式”，以及ＯＥＣＤ－ＤＡＣ、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组织倡导的 “分权化减

贫治理”，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地铺就摆脱贫困的坦途。除去技术层面的因

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 “分权化治理”改革往往是 “过程主义”的，甚至是欠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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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为了获得国际发展援助而被迫接受的 “条件”，并没有真正将其促进人的需
求满足的价值承诺以可靠的制度体系落到实处。

中国共产党原创性地提出并成功实施脱贫攻坚战略，植根于人民至上的执政理

念。“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与方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人民共享，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与方

法”将 “老百姓是哭还是笑”作为评判工作的出发点，将 “人民的满意和认可”作

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尺度；并以此为圭臬统揽精准扶贫攻坚战顶层设计和各项制

度安排，通过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法，真正在制度层面为 “精

细化减贫”提供了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也生动地呈现在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实践中。坚持精准施策，下足 “绣花功夫”，才能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扶进老百姓的心里”。脱贫攻坚不仅是 “精细化减贫”的 “技术规范性要求”得以
实现的过程，更是党的扶贫队伍深入群众、动员和带领群众，不断激发群众自身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脱贫内生动力的过程。正是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践中，

基层组织权力运行更加规范，社区参与更加活跃，党和群众的感情更加亲密，党的

执政基础更加稳固。在此意义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显著不同于诸种 “新发展主义

思潮”的特征，恰在其实践性，即不仅仅坚定宣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能

够将其贯穿于制度体系建设全领域、全过程，深入发展实践的微观场景和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互动和共情关联，从而将国家战略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相连。

（三）党建引领合力攻坚

党建引领合力攻坚，是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在国家治理领

域的集中体现。不同于韦伯式 “科层治理”运行的常规，党建引领合力攻坚注重聚

焦攻坚目标，在充分认识和尊重实现攻坚目标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依托党的领导力、

组织力和执行力优势，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央顶层设计指引下，形成广泛思想

和行动共识、汇聚攻坚合力，合理运用政策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协力机制，通过

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有力有序破解制约攻坚目标实现的关键性、瓶颈性难题，从

而确保攻坚过程循着科学路径推动攻坚目标如期保质实现。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称得上坚持党建引领合力攻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

势，构筑 “精细化减贫”科学体系，创造非凡成就的生动体现。其一，高度的政治

共识为协调行动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和标志性指标，纳入 “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亲自督战，每一次国内考察都关注扶贫，足迹遍布１４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连续六年召开七次专题座谈会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

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驰而不息、不遗余力地推动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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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提供了根本遵循。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成为全党全社会的高度思想共

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扶贫工作者的方法自觉和行动共识。其二，中国共产党

强大的组织优势，是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得以有力有序推进的关键。脱贫攻坚时

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向党中央立下脱贫军令状。通过建立 “五级书记一

起抓扶贫”的责任体系，各级党组织把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 “头等大事”和
“第一民生工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通过完善 “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既
保证了整个脱贫攻坚治理体系能够高效统筹、协调行动，又为因地制宜的精准施策

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聚焦 “坚中之坚”的深度贫困问题，采取主要领导干部、

党政机关部门联系重点县、重点村、重点户的攻坚 “包干”责任制等诸多超常规的

治理手段，集中力量、尽锐出战，保持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资源投放集中度。同

时，精准脱贫攻坚战，规模之大、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尤其是践行精准要求贯穿

于脱贫攻坚战的全领域、全过程，技术标准和程序规范严格，质量要求极高。中国

共产党覆盖各层级、各领域的组织体系使之具备了驾驭规模宏大精准脱贫攻坚战的
非凡能力。依靠全覆盖、守规矩、有纪律，同时扎根基层、植根人民的党的组织体

系，精准扶贫各个环节的 “技术规范性要求”得以最终落地。其三，强大的组织动

员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确保各项政策投入与脱贫攻坚目标相匹配，政策机制、市

场机制、社会参与能够有序有效。脱贫攻坚时期，中央将脱贫攻坚投入作为实践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民生责任。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累计投入近１．６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６６０１亿元。脱贫攻坚战实施

以来，土地增减挂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４４００多亿元，扶贫小额信贷累
计发放７１００多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６６８８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９．２
万亿元，东部９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１００５亿多元，

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１万多亿元，等等。① 通过巩固和完善 “大

扶贫”工作格局，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力量汇聚成磅礴的攻坚力量，为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保障和要素支撑。特别是通过强化东西

扶贫协作，东部省份与西部省份形成结对帮扶和扶贫协作关系，不仅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成功拓展和丰富了先富帮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

践路径。其四，党建引领的脱贫攻坚，在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思想和行动高度
一致性的同时，鼓励并积极推动基层创新创造，促进社会创新和组织学习。回望脱

贫攻坚战的历程，众多关键环节、关键领域，涌现出大量实践创新成果，并得以在

脱贫攻坚实践领域快速推广。如在精准识别方面，贵州威宁首创的 “四看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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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本土化 “贫困识别”的有效经验，各地借鉴 “四看法”经验，形成了适合本地实
际的精准识别方法。此类创新还包括 （但不限于）：聚焦农地经营体制的 “三变”改

革；促进 “金融下乡”的普惠金融整村授信；服务于移风易俗、乡村治理的 “积分

管理”；对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带动就业脱贫的 “扶贫车间”；借助互联网新

业态促进小生产者与大市场衔接的 “电商扶贫”，以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等。这

些实践创新，借助党的宣传教育系统迅速推广，为各地因地制宜解决类似问题提供

了参考和借鉴。其五，求真务实，确保有效执行能力。围绕着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中央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以脱贫实效实绩为导向，

有力增强各地的政治责任感，确保有脱贫攻坚任务的省、市、县按照中央决策部署，

严格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真正把党的政策与老百姓的需要衔接起来，

解决好老百姓脱贫路上的实际困难。在加强考核评估执纪问责促进攻坚责任落实的

同时，持续破除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加强扶贫干部作风和能力建设，通过对

各级扶贫干部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帮助克服 “本领恐慌”，各级扶贫干部的群众

观点和工作能力在攻坚实践中不断成长。

正是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赋予了中国特色减贫实践在解决 “高质量信息生产”

“联结政策供给与需求有效机制”和 “综合施策与政策协同”三个 “精细化减贫”关

键问题方面的巨大效能。脱贫攻坚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精细化治理实

践，其巨大成功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充分表明党的领导这

一根本制度优势为应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治理难题提供了根本保证。

余　　论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

的重要论断。此后，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擘画和推动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
论体系、制度体系和实践体系不断完善，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突出短板提供了科学指引、制度支撑和实践遵循。十年间，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理念与方法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实施了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为

宏大、成效最为显著的 “精细化减贫”实践，中华民族彻底告别了千百年来的绝对

贫困问题，实现了发展中国家战胜绝对贫困的创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

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回望人类与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中国的精准脱贫攻坚战，其规模之大、质量要

求和难度之高都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说，高质量的减贫基础信息生产、联结政策供

给与实际需求的有效机制，以及综合施策与政策协同能力，是实现 “精细化减贫”

的 “技术规范性要求”，为解决全球减贫治理领域难点和经典问题作出了知识贡献。

那么，能够如此快速且高效地建立规模庞大、标准严格、高效协同的 “精细化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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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系，兑现 “全面小康、不落一人”的庄严承诺，显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和中国特色减贫模式。可以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非凡成就充分显现了中国特
色减贫模式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的坚定初心和使命，有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和实践减贫与发展规律，

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成为实实在在治理效能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
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①

还应注意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与方法”直接缘起于脱贫攻坚战，但 “精
准思维”的影响已经扩展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全面乡村振兴、经济高质量发展、

污染防控攻坚战、城乡基层治理等众多领域，并且同样展现出巨大效能。这恰恰表
明，“精准思维”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维度和方法论。其知识意义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
广土众民，区域差异显著，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等众多目标要求汇聚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因此，不断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要统筹谋划、整体设计、系统推进，也要坚持精准思维
实现精细治理。在此意义上，“精准思维”“精细治理”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自觉和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

〔责任编辑：李凌静　刘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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